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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爭取平等到爭奪領導權

──從中蘇論戰的主題演變看其實質

⊙ 李朝軍

 

中蘇論戰起始於蘇共二十大，延續到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台才基本結束，至1966年3月中共

決定不派代表出席蘇共二十三大，中蘇兩黨關係中斷才告一段落。以往的學者多持中蘇論戰

是一場控制與反控制的鬥爭，認為中蘇論戰的實質是中方爭取平等1。然而，本文根據對中蘇

大論戰發展演變過程的梳理和論戰主題的分析，認為中蘇論戰的實質是隨論戰的進展是發展

演變的、是大為不同的：在論戰的初期，主旋律是中方爭取平等；隨著論戰的發展演變，中

蘇從分歧到對抗、互相拆台；後來演變成為中蘇雙方爭奪馬列「正統」地位和對國際共產主

義運動的領導權。

一 矛盾的根源：中國積極爭取平等

中蘇分歧肇始於蘇共二十大，至1958年4月和7月「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事件為第一階

段。此時，中蘇兩國主要是國內外政策上和戰略利益上的分歧，其主旋律是中方積極爭取平

等。

蘇共二十大主要有兩項內容引發中蘇分歧：一是「三和」路線；二是對斯大林的評價問題。

此時中蘇雙方雖然存在意見分歧，但兩國關係仍然在繼續發展，兩黨通過會談和正面闡述各

自意見來求同存異。對於蘇共二十大後中蘇關係的走向，毛澤東曾指出：「我看總是要扯皮

的，不要設想共產黨之間就沒有皮扯……矛盾是經常有的，有矛盾就有鬥爭。現在中蘇之間

有那麼一些矛盾，他們想問題做事情的方法，他們的歷史習慣，跟我們不同。因此，要對他

們做工作。」「我們目前的方針，還是幫助他們，辦法就是同他們當面直接講。」2但在毛澤

東看來，中蘇之間的共同點多於分歧，「中蘇根本利益，決定這兩個大國總是要團結的。某

些不團結，只是暫時的現象，仍然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3並且認為中蘇之間的分

歧是可以通過直接對話相互溝通加以解決的。直到1960年8月10日，毛澤東在同胡志明的談話

中，還表示：「中蘇不和是不堪設想的」4。

正是基於上述認識，毛澤東接受了蘇聯的多次邀請，在1957年11月第二次訪蘇，並參加蘇聯

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典和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在莫斯科期間，毛澤東給予赫

魯曉夫有力的支援，強調以蘇聯為首是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鬥爭的需要。同時，對

中蘇存在的分歧進一步進行闡述了中共的原則立場，特別是關於和平過渡的問題。對此，蘇

共部分接受，因而會議通過了《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得到鞏



固，中蘇關係仍有所發展。

1958年是中蘇關係史上的重要轉捩點和分水嶺。1958年以後，隨著兩國國內政策和對外政策

上分歧的嚴重，中蘇兩國在戰略利益上的巨大差距日益暴露，雙方都改變了在兩國關係上的

忍讓和克制態度，分歧和矛盾逐步升級並公開化。

莫斯科會議的成功召開，在黨內的權力鬥爭中取勝的赫魯曉夫顯得躊躇滿志，大國沙文主義

故態複萌。他從蘇聯的全球戰略利益出發，企圖使中國內外政策服從蘇聯的戰略需要。在

1958年4月和7月，蘇聯提出要在中國領土和領海上建設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這得到中國領

導人異常強烈的反響，迫使赫魯曉夫不得不親自來華，當面向毛澤東等解釋。8月1日至3日，

經過赫魯曉夫同毛澤東等的三次會談，這件事才平息下來。但長波電台和共同艦隊事件，傷

害了中國的民族感情。毛澤東曾直接對來訪的赫魯曉夫說：「英國人、日本人、還有別的許

多外國人已經在我們國土上呆了很久，被我們趕走了。赫魯曉夫同志，最後再說一遍：我們

再也不想讓任何人利用我們的國土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5而且，這件事背後隱藏著中蘇

兩國戰略利益的矛盾。事實上，從締結《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之日起，毛澤東和中國共

產黨人就一直在謀求同蘇聯建立平等的盟友關係，而不是戰略上的附庸。抗美援朝戰爭結束

以後，中國積極謀求獨立的國際戰略地位，並且通過日內瓦會議、萬隆會議等初步確立了自

己的國際形象。而蘇聯是不希望中國搞自己的核武器，而是像「華約」其他成員國那樣靠它

提供「核保護傘」，使中國更深地捲入蘇美之間的戰略抗衡。因此，蘇聯領導人從自己的戰

略需要出發，提出在中國建立長波電台和共同潛艇艦隊的要求，必然引起中國領導人的強烈

不滿。毛澤東後來在回憶這件事時說：「事實上同蘇聯鬧翻是1958年，他們在軍事上控制中

國，我們不幹。」6

二 裂痕的擴大：中蘇互相拆台

進入1959年，中蘇兩國的這種戰略不信任和衝突進一步發展，逐步由相互懷疑走向公開拆

台。1959年初，蘇共召開第二十一次代表大會，進一步明確了以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

過渡為核心的對美緩和戰略，並主動改變了社會主義陣營「以蘇聯為首」的提法。這和中國

領導人的「以邊緣政策對邊緣政策」的戰略方針7，可以說是漸行漸遠。更為嚴重的是，雙方

都已不顧對方的強烈反對和實際利益，強硬地推行自己的國際戰略，由此導致了一系列涉及

戰略利益的嚴重事件。

其一是1959年6月20日蘇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拒絕提供原子彈模型和技術資料。1957年，蘇

聯領導人曾經主動提出願意幫助中國研究原子彈，兩國政府在同年10月15日簽訂了國防新技

術協定。協定規定，蘇聯將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但此後，蘇聯一直藉

故拖延不履行協定。在1959年6月20日的信中，蘇聯以正在和美國等西方國家談判達成禁止核

子試驗的協定、赫魯曉夫正在準備同艾森豪威爾會晤為由，提出暫緩提供。同時，蘇聯專家

也藉故回國休假，從此杳如黃鶴。

其二是1959年9月9日蘇聯塔斯社發表關於中印邊境事件的聲明。從1959年3月起，中印邊境糾

紛逐步升級。印度政府堅持「麥克馬洪線」是中印國界，8月25日中印發生了第一次邊境武裝

衝突。就在中印兩國政府為此進行交涉的時候，蘇聯不顧中國領導人的反對，提前一天將塔

斯社聲明公諸於眾。在中蘇兩國存在同盟關係的情況下，這個聲明表示了蘇聯政府的中立立

場，也就在實際上助長了印度政府的領土要求。



其三是蘇美的戴維營會談。以上兩個嚴重事件，都發生在赫魯曉夫訪美前夕，意在表明蘇聯

的確同「好戰」的中國拉開了距離，為赫魯曉夫訪美鋪平道路。毛澤東後來說：「為了討好

美國，罵我毛澤東是好鬥的公雞!那好吧!我算是公雞!他赫魯曉夫是草雞（母雞）！」81959

年9月25日至27日，赫魯曉夫同艾森豪威爾在美國總統山地別墅戴維營舉行非正式會談。這是

赫魯曉夫執政後，蘇美兩國首腦的第一次會晤。儘管這次會談沒有取得實質性成果，但赫魯

曉夫認為：這次會晤使得有可能保證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以及整個國際局勢中出現「會使各

國人民免於新戰爭的恐懼的歷史轉捩點」9，蘇聯為紀錄片《赫魯曉夫訪美》所寫的解說詞說

赫魯曉夫與艾森豪威爾的握手，「開闢了國際關係新紀元」10。

其四是1958年8月至9月中國炮擊金門。炮擊金門起因於美國企圖搞「兩個中國」的陰謀。由

於得到了中國方面不拉蘇聯「下水」的承諾，赫魯曉夫等蘇聯領導人在金門炮戰中，一直採

取克制和謹慎配合的態度11。9月6日，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在北京會見了周恩來，對中方

的立場和措施表示贊同12。9月7日，赫魯曉夫致信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呼籲美國政府在台

灣問題上採取明智態度，把美國艦隊從台灣海峽撤離，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權利和

利益13，對美國形成了一定的壓力。但是，這種表面的一致，並不能掩蓋隱藏在深層次裏的

嚴重分歧。在急於緩和蘇美關係的蘇聯領導人看來，金門炮戰是在破壞蘇聯的緩和戰略，

「實際上正好迎合了美國好戰集團破壞蘇聯緩和國際緊張局勢方針的意圖。北京打算借助這

種行動來激化蘇美關係，並利用蘇中條約這部機器把衝突擴大為遠東的軍事對抗。」14而

且，中國領導人沒有依照慣例，把炮擊金門的計劃事先向蘇聯領導人通報，也引起蘇聯方面

的不滿，中蘇兩國更增加了戰略上的不信任。

赫魯曉夫戴維營會晤以後出訪中國，1959年9月30日至10月4日，赫魯曉夫訪華，同毛澤東等

舉行多次會談。他在中國政府舉行的國慶招待會上，告誡中國不要「用武力去試試資本主義

制度的穩固性」15；回國途中，還發表了一些攻擊中國領導人的言論。這在中國領導人看

來，恰好是蘇共領導人不惜破裂中蘇關係，取悅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投降主義」行為。

三 走向對抗：全面論戰

1961年10月蘇共二十二大召開，提出「全民黨、全民國家」的思想以及進一步全盤否定斯大

林，毛澤東持否定態度，中蘇大論戰至此全面爆發。中蘇雙方都激烈的批判對方，為奪取馬

列的「正統」地位和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作毫不妥協的鬥爭。

斯大林問題是中蘇論戰中爭論最激烈、也是最主要和後果最嚴重的問題。對於斯大林，毛澤

東一方面認為他是做了一些錯事，包括在中國問題上。但毛澤東多次表明與蘇共在斯大林問

題上不同的立場，「認為斯大林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一個偉大的馬克主義

者……三七開的評價比較合適。」16毛澤東認識到對待斯大林絕不能感情用事，不能全盤否

定。特別是蘇共二十大後出現的世界範圍的反共浪潮，使毛澤東進一步認識到全盤否定斯大

林帶來的惡果。1956年10月和11月，在兩次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時，毛澤東指出：「斯大

林執政期間的根本方針和路線是正確的；不能利用對待敵人的辦法來對待自己的同

志。」171963年，毛澤東和中共又重新認識赫魯曉夫1956年在蘇共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問

題。1963年9月6日，中共在《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一文即「一評」中認為，



蘇共二十大「對於斯大林的批判，無論在原則上，在方法上，都是錯誤的。」赫魯曉夫在大

會上的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醜化了無產階級專政，醜化了社會主義制度，醜化了偉

大的蘇聯共產黨，也醜化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結果「敗壞了蘇聯的聲譽，敗壞了無產階

級專政的聲譽，敗壞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聲譽，給了帝國主義、反動派和其他一切共產

主義敵人以可乘之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造成極其嚴重的惡果。」18總之，赫魯曉夫否

定斯大林是完全錯誤的。

蘇共和赫魯曉夫則為否定斯大林、反對個人迷信辯護，說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發揚民主，實

行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專橫和濫用權力，「是為了解除束縛勞動人民強大力量的沈重壓

迫」，加速蘇聯社會的發展，「是為了永不重演那些伴隨個人迷信而產生的悲劇性事件，是

為了使所有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人們從我們的經驗中吸取教訓。」19對中共反對赫魯曉夫否

定斯大林，反對批判個人迷信，蘇共說「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我們還是第一次遇到公

開頌揚個人迷信的事。必須說，甚至在我國個人迷信盛行時期，斯大林本人也不得不在口頭

上竭力否認這個小資產階級的理論。」20中共的「一評」和「二評」發表後，蘇共馬上反唇

相譏，指責中共反對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個人迷信別有用心，「有其國內政治原因」。蘇聯

《共產黨人》雜誌1963年第十五期發表編輯部文章說，全世界都知道這一事實：中國宣傳機

構盡力圍繞北京的某一個人宣傳，製造他「正確」、「英明」和「無所不能」的神話，「他

們保護斯大林不受批評，粉飾和頌揚斯大林，實際上就是企圖使他們自己今天的做法不受批

評，頌揚自己今天的做法。」21蘇斯洛夫在1964年蘇共中央二月全會上的報告中說得更明

白：「中國領導人出於自己的政治打算，起來維護個人迷信。他們之所以衛護斯大林的歪風

和錯誤，首先是因為，他們自己正在培植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22事實上，中共反對批判

斯大林個人迷信，的確與當時中國國內掀起的崇拜毛澤東的狂潮密切相關。毛澤東本人在同

埃德加‧斯諾談話時，承認中國也有個人迷信，還說個人迷信「有點道理」23。

「三和」路線問題是中蘇論戰的另一主題，所謂「三和」即兩種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摒棄戰

爭，實行和平共處，進行和平競賽，最終在資本主義國家實現沒有暴力革命的和平過渡。

戰爭與和平問題是中蘇爭論最多的問題。爭論集中在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否可以避免、新的世

界大戰前途如何、怎樣看待核武器等方面。

二十世紀上半葉接連兩次的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災難，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又出

現了美蘇對峙的局面，人們普遍害怕新的世界戰爭的爆發。對新的世界戰爭是否會爆發，赫

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了回答：「戰爭並不是不可避免的」24。根據傳統的列寧主義理論

「只要存在著帝國主義，就仍然存在著產生侵略和戰爭的土壤。」蘇共中央為此多次解釋

說，現在的情況不同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那時防止戰爭的力量弱小，不能迫使帝國主義

放棄戰爭。現在情況已經根本改變，出現了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加上愛好和平的非社會主

義國家、國際無產階級和所有和平力量的聯合努力能夠防止世界戰爭，粉碎帝國主義侵略者

發動世界戰爭的圖謀25。中共指出，赫魯曉夫所謂關於新的世界大戰有可能防止的「創造」

性論點，是只提防止新的世界戰爭的可能性，不提還有爆發的危險性，並把「新的世界戰爭

有避免的可能性，隨意地說成一切戰爭都可以避免」，認為只有採取正確的政策，作好兩方

面的準備，才能有備無患26。

實際上，在論戰中雙方都認為新的世界大戰有兩種可能性，但側重點有所不同。蘇共重點強



調世界戰爭有避免的可能性，中共重點強調世界戰爭有爆發的危險性。而且中共認為新的世

界戰爭可能避免，但其他各式各樣的戰爭，尤其是國內革命戰爭則不可避免。因而一直強調

「只要帝國主義存在，戰爭就是不可避免的，只有用人民革命戰爭，才能消滅帝國主義的反

革命戰爭」27。這種認識淡化和抵消了中共關於新的世界戰爭有避免的可能，強化了關於還

存在帝國主義發動世界戰爭的危險性的認識，使之很快發展成為世界大戰不可避免論。60年

代中期從片面走向極端，甚至認為既然帝國主義要發動戰爭，「那就歡迎他們早點來，歡迎

他們明天就來。」28

如果世界戰爭不能避免，萬一爆發世界大戰，戰爭前途如何，雙方的觀點也是對立的。蘇共

認為核武器還改變了以前關於戰爭的概念，一旦熱核戰爭爆發，全部國家就會在這種戰爭的

最初幾小時內消滅29。如果帝國主義挑起新的世界戰爭，核武器不遵循階級原則，不會辨別

帝國主義者在甚麼地方，勞動人民又在甚麼地方，它能消亡所有其破壞範圍內的事物和人，

社會主義和全世界人民在帝國主義這場滅亡中不能獲得任何勝利，還要跟著遭殃，極有可能

同歸於盡，對成千上萬的人民來說，社會主義問題根本就不存在了，因為他們的肉體已經從

地球上消失了30。中共不贊成蘇共關於核戰爭會毀滅全球的觀點，「不相信原子彈能把全人

類毀滅」31，並且斷言，如果帝國主義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發動核戰爭，那麼「遭到毀滅

的不是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而是帝國主義和整個帝國主義制度」，戰爭之後，勝利的人

民，在帝國主義死亡的廢墟上，「將會以極迅速的步伐，創造出比資本主義制度高千百倍的

文明，創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將來。」32中共還是按照兩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從戰爭引起革

命、進而導致全球早日實現共產主義的預言出發，對新的世界戰爭和核戰爭的特點和前途作

了不切實際的估計。

和平共處問題同戰爭與和平問題密切相關。蘇共從進入核武器時代世界戰爭打不得，一旦打

起來就會導致人類毀滅的估計出發，在50、60年代多次指出當今時代只有兩條路：「要末是

世界戰爭，要末是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和平共處。」33因此，在蘇共看來，和平共處就成了

人類生存的唯一選擇。而且社會主義國家也一定能夠通過和平的經濟競賽徹底戰勝資本主

義，因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於資本主義制度。帝國主義「無法對付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

快速度」，社會主義國家的勞動者將比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者獲得更多的「物質和精神財

富」，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展開階級鬥爭和戰勝資本主義的「催化劑和革命化的因

素」，從而轉向社會主義34。所以，和平共處被蘇共提到戰略高度，成為蘇聯外交政策的根

本原則。中共特別是中共領袖毛澤東認為，新的世界大戰不可避免，在戰爭中人類不會毀

滅，帝國主義將在戰爭中滅亡，社會主義將在戰爭中獲得勝利。從這種估計出發，中共並不

看重和平共處，強調世界革命和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中共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競賽

中無論取得多麼大的成就，如果不通過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就無法實現社會主義在全世界

的勝利，因為和平共處不可能觸動資本主義制度的「一根毫毛」35。

中蘇兩黨在通過甚麼道路，以甚麼方式，使全世界由資本主義進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

的問題上更是觀點對立，激烈爭論。蘇共主張和平過渡，中共批判和平過渡，主張暴力革

命。

蘇聯、中國都是走十月革命之路取得勝利的。但是，蘇共認為進入核武器時代後，應該強調

走和平過渡之路。1956年，赫魯曉夫代表蘇共中央在蘇共二十大的報告中首次提出，由資本

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形式是多樣的，除了暴力革命之外，還有和平過渡等新的形式。在和



平過渡這種形式中，他又著重強調議會道路的可能性。1961年1月，赫魯曉夫說實現從資本主

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不一定在任何地點和任何情況下都要同武裝起義和國內戰爭連在一

起。」「在那些議會傳統深厚的國家裏，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可能是通過利用議會的道

路，而在其他國家裏，可能是通過利用適合於它們民族傳統的制度的道路。」36雖然赫魯曉

夫在報告中也提到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但他把和平過渡作為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

新形式、新途徑提了出來，側重於強調和平過渡。

中共在50年代就對蘇共的和平過渡觀點提出批評。中共認為：「從策略觀點出發，提出和平

過渡的願望，是有益的，但不宜過多地強調和平過渡的可能。」「如果過多地強調和平過渡

的可能，特別是如果過多地強調經過議會多數取得政權的可能，容易鬆懈無產階級、勞動人

民和共產黨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裝。」3760年代中期，隨著世界戰爭不可避

免、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沒有和平共處，只有冷戰共處等觀點的提出，中共徹底否定存在和

平過渡這種可能性。中共認為，從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在世界歷史上沒有先例，現

在也不可能，「全世界任何無產階級革命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走俄國人已經走過的

路。」38因為「暴力革命是社會主義社會誕生的產婆，是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

的必由之路，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規律。」39

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兩國兩黨間的分歧也越來越大。1958年，毛澤東在國內政策上進

一步「左」傾，發動了以「超英趕美」為目標的「大躍進」運動。很明顯，他對舉賦予了雙

重目標：一方面，要證明社會主義陣營優越於西方陣營，「東風壓倒西風」；另一方面，也

要證明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優越於蘇聯的建設道路，「學生超過先生」、「後來者居

上」。後者引起赫魯曉夫的極大不滿。在赫魯曉夫看來，中國的發展，離不開蘇聯的支援和

援助。他不能容忍中國對蘇聯「老大哥」地位的挑戰，更不相信中國能夠在沒有蘇聯的援助

下，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他曾譏笑中國的共產主義是「大碗喝稀飯」，而誇耀蘇聯的共產

主義是「土豆燉牛肉」。赫魯曉夫指責中國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等，是故意向蘇聯示

威，與蘇聯爭奪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是「超階段」和「平均主義」。而赫魯曉夫在建設

社會主義問題上的探索則被毛澤東看著是修正主義的東西。1960年4月22日，在列寧誕辰九十

周年之際，中共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批判「現代修正主義」的文章，文章公開點

名批評了南斯拉夫修正主義，矛頭則實際指向蘇聯的赫魯曉夫。

1963年3月30日，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來信中，特別提出了蘇共擬定的「三和」、「兩全」

和「三無」的國際共產主義總路線。6月14日，中共中央在給蘇共中央的復信中提出了與蘇共

根本對立的總路線，指出中蘇不是在某些問題上的原則分歧，而是對當代世界革命一系列根

本問題上的原則分歧。7月14日，蘇共中央發表了《給蘇共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公開

信》，對中共中央6月14日給蘇共中央的覆信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攻擊，中蘇之間的分歧達到了

空前嚴重的階段。為此，毛澤東從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親自主持撰寫了九篇評論蘇

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即所謂的「九評」，指名批判「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九

評」的內容充分體現了毛澤東自中蘇出現分歧以來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論問題上的主要思考。

誠如毛澤東所說，從此「我們就像孫悟空大鬧大宮，我們拋棄了天條，切記對這天條不要太

認真，必須走自己的革命道路。」40

中蘇論戰一直延續到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台才基本結束。勃列日涅夫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

後，仍堅持赫魯曉夫的對華政策，並於1965年3月強行召集以集體譴責中共為目的的各國共產

黨和工人黨會議的籌備會，遭到了包括中共在內的七個國家共產黨的拒絕。這樣，自1966年3



月中共決定不派代表出席蘇共二十三大起，中蘇兩黨關係中斷，中蘇大論戰才草草收場。

四 論戰的實質：中蘇爭奪領導權

延續近十年的中蘇大論戰，發展演變的過程極其複雜，論戰所及十分廣泛。但是，對馬列

「正統」地位的爭奪和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的爭奪是中蘇雙方的主要和最終旨趣。因

此，中蘇雙方都不遺餘力的投入精力，都毫不含糊的視對方為「異端」。

1959年11月30日到12月4日，在杭州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議題之一就是討論中蘇關係問

題。在會上，毛澤東作了重要講話，並在事前準備了詳細的講話提綱。在這份提綱裏，毛澤

東比較系統地談了他對赫魯曉夫的看法。他寫道：「赫魯曉夫很幼稚。他不懂馬列主義，易

受帝國主義的騙。」「他有兩大怕：一怕帝國主義，二怕中國的共產主義。」「他的宇宙觀

是實用主義，這是一種極端的主觀唯心主義。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隨遇而變。」「對表

論是反馬列主義的。」411961年10月蘇共二十二大提出「全民黨、全民國家」的思想以及進

一步全盤否定斯大林的做法，毛澤東的看法也發生了不可逆轉的改變，認為蘇聯已經完成修

正主義體系。至此，在中國共產黨的文件裏，「現代修正主義」就成為赫魯曉夫和他所代表

的蘇共中央的同義語和代名詞。到了1962年4、5月間，新疆伊犁事件發生以後，毛澤東更得

出了同修正主義的矛盾是敵我矛盾的結論，他說：「修正主義和我們的矛盾，實質上是敵我

矛盾，是階級鬥爭的反映，而且發展到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武裝鬥爭，組織反革命，勾

結我們內部的反革命，進行武裝暴亂。」42

當時的中蘇兩黨都認為，存在一種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正統的理解和闡述，都用這樣一

種正統的理論作為衡量真假馬克思主義的分水嶺和試金石。蘇共有兩塊正統的「金字招

牌」：一個是列寧主義的黨；一個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並且正在向共產主義過渡。他們

把蘇共二十大以來的綱領作為列寧主義的正統，從這個正統出發，給中共扣上了「教條主

義」和「左傾機會主義」的帽子。中國方面則認為，蘇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作了「右」的修

正，只有自己的理論才代表並捍衛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純潔性。從中國方面的正統觀點來衡

量，給蘇共扣上了「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的帽子，並且認為蘇聯全面復辟了資本主

義。

實事上，中蘇雙方所捍衛的都不完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統」。在當時，無論是中國共

產黨，還是蘇聯共產黨，在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解上，都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

限性。正如列寧所說：「從來也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把馬克思的理論當作甚麼必須普遍遵

行的哲學歷史公式，當作一種超過對某種社會經濟形態的說明以外的東西。」43鄧小平後來

也說：「長期以來最根本的一條經驗教訓，就是要弄清甚麼叫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怎樣搞

社會主義。搞社會主義必須根據本國的實際。」44

在中蘇論戰中，中共還根據蘇共的內政外交上的「修正主義」判斷，斷言蘇共領導集團已經

背叛了馬列主義，蘇聯已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蘇共領導走上了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的道

路以後，他們當然也就失去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為首的地位。對於目前的蘇共領導，如

果還說為首的話，那就是為修正主義之首，那就是為分裂主義之首了。」45中共認定蘇聯已

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認為這個中心因條件的變化而在轉移之中。由於中共和蘇共是世界上

兩個最大的共產黨，中國和蘇聯是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中心地位的喪失為



中國中心地位的奠定提供了條件。1960年，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

就談到了世界革命中心轉移到中國的問題。歷史學家麥德維傑夫也說到中蘇論戰時在給蘇聯

共產黨領導人的一封信中，中國人公開提到「由於赫魯曉夫已經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思

想，成為一個修正主義者，他不再被認為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這種領袖作用，現在

要由中國共產黨來承擔。」46

在毛澤東看起來，既然歷史把中國推到了世界革命中心的地位，中國就應該不負眾望，發揮

世界革命中心的作用。為了更好地發揮「中心」的作用，毛澤東和中共提出了他們的觀點。

首先，處在世界革命中心的國家，應當義無反顧地站在反帝鬥爭的最前線。由於蘇聯的變

修，它在對外政策上已不再反帝，而且走上了與帝國主義相互勾結的道路。對於亞非拉人民

的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鬥爭，蘇聯不僅不予支援，「而且同帝國主義站在一起，採取種種

手段撲滅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的星星之火。」47因此，中國號召建立全世界反帝統

一戰線，把反帝、反殖鬥爭進行到底。

其次，處在世界革命中心的國家，必須站在反修鬥爭的最前線。為了捍衛馬列主義的純潔

性，「中國共產黨將繼續同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在一起，對現代修正主義進行不調和的鬥

爭。」48由於蘇聯的變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經到了最危急的關頭，蘇共領導的錯誤是一

系列原則性的錯誤，危害著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毛澤東認為，我

們必須吸取蘇聯的教訓，警惕出現修正主義，要防止和平演變。因此，為了維護世界革命，

中國不僅在國內反修，還毅然站在國際反修鬥爭的最前線。

再次，處在世界革命中心的國家，不但要保證自己的紅色江山永不變色，而且要把自己建設

成為最純潔最完美的社會，為社會主義國家樹立榜樣，為全世界人民指明前進的方向。中國

是世界革命風暴的中心，中國向何處去不僅是中國政治的根本問題，同時也是關係到世界無

產階級革命命運的問題49。毛澤東還「發明」了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方法去反帝、

反修，使中國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革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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